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20.6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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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自然环境、考古与文献资料，并从文化记忆这一视角论述神农神话的发祥地。神农英雄之形象代

表稻作文明关于其源头的认识。古籍指出长江中游为神农故事的发祥地，而考古资料表明，该地确实经历了从稻作萌生

到文明起源的完整过程。创造稻作技术的彭头山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其有很多特殊点，

与伏羲神农的传说相吻合：如彭头山文化确实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

“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有“制作为历”。因此，神农为皇圣的传说，很有可能隐藏着长江中游上古文明关

于彭头山文化的文化记忆。长江中游社会发展成为文明时，早已不能保持彭头山文化这一源头的“纯洁性”，但不妨碍其

将对远古彭头山文化的记忆，升华为神农皇圣时代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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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irthplace of the myth of the Divine Farmer (Sovereign Shen-

nong)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using materials from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and histor-

ical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will show that the im-

age of the hero of Shennong repres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in rice farming. Tex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indicate th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the birthplace of

the Shennong story, while archaeological data shows th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very

unique, and indeed have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initiation of rice cultivation to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he Pengtoushan culture, which produced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was indeed a unique Neo-

lithic culture that gave up hunting. Many unique features of the Pengtoushan culture coincide with the leg-

ends of the Sovereigns Fuxi and Shennong: people there did give up "eating meat and drinking blood" and

"wearing furs"; they "tied knots to make fishing nets"; "ate five grains", "polished wood into ploughs"; their

"men plow and women weave", and they "created a calendar". Therefore, the legend of the sage Sovereign

Shennong may very well evidence the possession of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engtoushan culture by the an-

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y the time there formed a civiliz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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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maintain the "purity" of its source：the

Pengtoushan culture; the memory of the ancient Pengtoushan culture was instead sublimated into the ideal of

the age of the sage Sovereign Shennong.

Key words: Sovereign Shennong；origin of rice farming；Pengtoushan culture；cultural memory；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一、前言：文化记忆和历史英雄

清代梁玉绳对三皇传说早已提出质疑①。当然，“三皇五帝”这一结构并不代表真实的古史，而只是

基于象数宇宙观建构的帝国历史哲学②。但这么说，却并不能否定三皇和五帝的个别故事，或许有源自

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以及蕴含着远古人经验、理想和传说的成份。

笔者虽然不认同顾颉刚所提出的，三皇五帝可能是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的祖先③，但也认为所有的

神话并非全都凭空而来，至少部分地奠基于某种族群、社会、区域的生活经验、理想目标以及文化记

忆的根源。

如从伏羲、神农的神话来看，其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就是世界古代文明通见的原始“黄金时代”的理

想。只是由于不同古文明人之生活经验各有所不同，其“黄金时代”的理想也因此各具独特性。就伏羲、

神农的形象来说，他代表着远古的崇高智慧，在这方面与其他古文明相同，都会有被认为是智慧到极致

的英雄，但至于何谓至高智慧，则各文明的认识却未必一致。比如，可能是不败的勇士或是能听懂禽兽

语言等，这都取决于该文明的主要生计方式。伏羲所寄托的理想是放弃危险的狩猎，致力于发展在水边

定居地的生活；而神农形像背后所表达的则是人们终于达到了养育厚载的理想境界。由此我们不妨做

出假设，伏羲和神农的故事表达了古代东亚某个区域文明“黄金时代”的理想。

其实，若深入思考则可以了解，在水边采集和捕捞，耕作土地以获取食物，这两者的确可以配套

进行，表达同一种生活背景的理想：依靠这两种生活方式，人们才可以不再流浪，定居而从土地养育

自己。因此，或许可以从这种文化内容出发，思考伏羲、神农这种历史英雄传说的滥觞，及其所代表

的文化记忆的背景。

对类似伏羲、神农之类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不宜将焦点放在讨论具体英雄的存在与否，而应该从

文化记忆的角度入手。一切神话故事皆蕴含着传承而来的文化记忆，该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的经验

和理想，皆有可能在神话故事中留下痕迹。由于早期时代的文字记录恐怕都没有保存，到周秦汉时，远

古传说只留下了极少数历史英雄的名号。这是在漫长流传过程中，各种文化或时代中形成的诸多历史

碎片拼凑糅合的结果。这导致一位英雄之事可能跨越几百年的历程，而且时代越早，一位英雄所跨年代

的时间越久。这是世界上古传说的共同之处，中国亦不例外④。
西方汉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体系。这是由于中国神话包括历史神话呈现出特别碎片化的

面貌，显得不完整。导致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很多，大体可分成两类：

首先，由于殷周之前书写文字的载体是竹木简牍，并不像西亚石碑或陶版书那样能被长久保存。因

此，虽然迄今考古及古文字资料都足以证明，诸如竹木简之类“典册”在商之前就已存在，但未保存下来，

①［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2013年，第1-2页。

②郭静云：《“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为哲学范畴的意义》，《史林》2017年第1期。

③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224-225页。

④郭静云：《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学术研究》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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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内容不可知。到了殷周，虽然另外开始用甲骨和青铜等载体刻写文字，但是甲骨金文都不属于叙述

性的文字，其内容仅限于占卜、祭祀和宗庙记录①。是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故事性的记录，已经是

战国秦汉时代的版本。不但时代晚，且早已不是曾经创造这些神话的上古社会所留传的一手记录。虽

然战国文献中的上古故事，大部分或可溯源至商以前的时代，但是经过后期历史的筛选，仅只留下了极

少数最有名气、被众多人最常纪念的传说和英雄名号。

其次，由于历史久远，对古事的理解随时代而变，且在中国多元族群长期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多次发

生过将原本属于某族群的传说，部分被忘记，部分由他者吸收，然后重新讲述和传承下去的例子；直到汉

帝国乃至更晚时代，才成为今日所见的样子，形成最后的版本。通过这样的版本，已经很难看到真实的

上古文明的神话体系以及相关主体的历史谱系和自我认识。

尽管如此，迄今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已足以证明，殷周之前存在着远不止一个上古文明，这些

文明各有其技术和生活面貌，以及深刻而系统化的精神文化。我们不妨考虑，在有关商以前的时期的传

说中，隐藏着某些上古文明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碎片。虽然碎片化程度非常高，文化记忆中还是会遗留其

根源和传承的线索，有时候这甚至会是一把钥匙，帮助人们了解这些神话源自何种时空，表达何种环境

及生活方式的记忆。但这些代表性的细节往往在经历了后期人们重重理解和再诠释的扭曲和遮蔽后，

被隐藏在表象深处，极难辨识。因此本文拟从远古留下的碎片记录思考，看能否从中抽出一些规律，帮

助理解“黄金时代”英雄的形像可能源自何处的文化记忆。

本文拟重点讨论神农这一远古英雄。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常讨论神农和炎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

虽然神农完全有可能是某一农耕族群传说中发明农耕的神祖，但是作为五帝之一的“炎帝”这种名号所

代表的却是秦汉帝国的六方、十二辰、五方、八极等象数时空结构；在此结构中，将每一方位之地（四方与

中位合并为“五”之数），与传说中的英雄及故事作连接与匹配②。亦即诸如神农是否为炎帝的讨论，并

不会帮助我们理解神农神话文化记忆的源头；同理，伏羲与青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的讨论，同样如此。

所以下文讨论神农神话时，并不准备将其置于五行、五帝的结构中。

二、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的形象

（一）文献中的关键线索所隐

《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

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③

班固《白虎通·号》亦载：“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

而不能覆后，卧之 ，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

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

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④

①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2-324、400-435页。

②郭静云：《“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为哲学范畴的意义》。

③［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

611-612页。

④［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7年，第4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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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文本比较，《白虎通》将伏羲放在前而强调他树立人间规律，在此基础之后，神农才来教民农

作。这种顺序明显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农耕生活的发生早于五

行和八卦之类概念的出现；但是这种顺序安排却很明显符合汉代人的意识形态，即将教导人们以伦常制

度为体，而以实际生活为用，体为本而用是末，伏羲培本而被置于前，神农启用而被安排在后①。其实，

如果单纯从伏羲传说来着手，我们恐怕没办法讨论这一神话的来源。各地都会有类似的传说：掌握崇高

智慧的巫师，了解禽兽鱼虫，建法立规等，并创造了影响天地人生之祈祷占卜的神秘系统。这种形象不

带有特定地方的特色。但《易·系辞下》在描述伏羲的贡献时，却呈现出另一种角度，强调他对自然界的

知悉，并指出网鱼始自伏羲；而在伏羲之后，神农来教训农耕。

如果从伏羲教导人们网鱼的说法来思考，并将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结合起来分析，则可想到人类一

万多年来的进化，确实有少数猎民在刚开始定居时，曾经依靠水边的生活，逐步转化为渔民；之后才有一

些在水边生活的人群开始耕地，而逐步转化为农民这一远古的历史②。如果这不是偶尔巧合，或许可以

假设这两位历史英雄的形象，蕴含着一些较具体的含意，确实源自同一个文化记忆，而其背后或许隐藏

着人类对新石器革命的记忆。换言之，这两个“黄金时代”英雄的形象，或许真的隐藏了某种差不多一

万年前的文化留下的记忆。

但是这种假设有一种必要条件：存在某个人群，经历了新石器革命之后，长期定居且一脉相承地发

展，最后发展到文明化的程度；而且这些发展到愿意反思自己源头阶段的人们，在自己的文化记忆中，高

度认同其从猎民转化为农民的始祖英雄，并将此转化视为自己族群诞生之初的记忆。

换言之，早期农民只有不再迁移，定居范围不变，在生活方式一脉相承的条件下，人类对新石器化生

活转变的经验和记忆，才会在经历长远的传承过程后，依然留传给后裔，才有可能让他们上百代的子孙

后裔，仍然保留有自身文化的记忆且一直薪火相传。

在中国众多文化中，有没有符合这种条件者？若依上述思路，至少能让我们排除很多不符合这种生

计发展的区域。那些因河流湖泊不足而不能依靠捕捞维生的地带，那些人类生活不稳定而并无几千年

一脉相承的定居生活的地带，都不太可能是伏羲、神农故事的源头。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新石器革命”，是一万余年前人类在水边定居促发新生活的滥觞，故笔

者称之为“蓝色革命”。然而，在一万多年前，“蓝色革命”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康庄大道，不是全部人类在

一定的时代都必然会经历的发展阶段；“蓝色革命”仅是极少数独特区域内曾有幸完整经历了定居农业

生活方式的原创者的历史。所以，如果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的原创形象并非后人的想象，而有文化记忆

的成份，那么，此般文化记忆的发祥之地就绝不会到处都能存在。

学界经常将某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联接。虽然我们不宜完全否定其中的确存在某些关系的可能

性，但在众多文化中如何做选择？总体而言，借用历史神话来解释考古文化，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方法，容

易陷入于学术性较低、无据可从的现代人猜测的境地。只有经过多层面的考虑，才有可能将某些考古文

化与某些神话故事做假设性的联接。在依传说诠释考古遗址之前，我们最好先更加细致地分析传说故

事本身的独特意义，初步厘清故事细节所反映的情况。

（二）微观分析文献描述中的细节所隐

在传世记录中，神农的黄金时代曾经源远流长，《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

与天下同之也。”③ 且除了上引《系辞传》和《白虎通》之外，其它文献也都强调，神农教民耕地。如《管子·

①郭静云：《“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为哲学范畴的意义》。

②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第5期。

③［秦］吕不韦著，林品石注译：《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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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

食，而天下化之。”①这种表达特别强调人类开始农耕生活对整个天下带来巨大变化，不宜将这里的“天

下”理解为统一的国家，而是指广泛的地域，即人类生活方式相同的相对宽大之地。

西汉初《新语·道基》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

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②此段描述了人们脱离原始猎民的生活，定居而学会依靠自

己的努力来生产食物。这种描述恰好与人类所谓“蓝色革命”（或谓“新石器革命”）漫长过程的内涵一

致。对汉人而言，农耕已经太普遍，他们自己很难想象远古人类只是狩猎、食肉饮血，衣皮毛，不知五谷，

不知麻、丝，但是在汉代人所传的传说中，认识蔬食和农耕的发生仍被描述成伟大的转变。身为汉帝国

的人，很难伪造这种故事；所以，我们不妨推想，其当源自某个更古老的社会对自身滥觞期的认识，源自

其传承不断的文化记忆。

东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另一种发明农耕的神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

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③这里的帝其实就是被称为炎帝的神农。神话中另有载，不仅是神农才

善于耕地，其子都大力发展农作，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

蔬。”④（烈山氏或连山氏亦指神农，详见下文）。

除了农耕之外，文献所表达的第二个主题是，编织手工也属于神农所教，如《商君书·画策》曰：“神农

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⑤《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叙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

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⑥《文子·

上义》和《淮南子·齐俗》也都载：“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

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⑦同样强调农耕和编织两种生活的基础。这两种意思的相

关性也非常明确：既然神农教人们放弃狩猎，那他们不仅没有肉食，也没有皮毛作衣，所以需要用编织、

纺织取代兽皮衣。

第三，文献有表达，神农致力于发展对自然界的认识，了解百草、周年季节等，洞察自然界的规律，如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⑧《淮南子·主术》也曰：“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

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

以时尝谷，祀于明堂。”⑨描述神农通识植物和气象，掌握四方、四季年岁规律，此乃历法之基础。而《周

髀算经·卷下》直接说：“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⑩即历法是伏羲、神农共

同之功。这一思路也很清楚，农耕生活必须建基于严谨的历法，依时而耕，不违农时。王充《论衡·正说》

①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3、1507页。

②［西汉］陆贾著，王毅译注，黄俊郎校阅：《新语》，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第6页。

③［东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④［春秋］左丘明撰，［吴］韦昭注：《国语》，见于《四部刊要·史部·杂史类·事实之属》，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3年，第166页。

⑤贺凌虚注译：《商君书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2页。

⑥［秦］吕不韦著，林品石注译：《吕氏春秋今注今译》，第707页。

⑦刘殿绝主编：《文子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绝、陈方正主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

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页；［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821页。

⑧［东汉］吴平撰，李步嘉注译：《越绝书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221页。

⑨［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609-610页。

⑩［汉］佚名，闻人军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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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三易”的问题（即《周礼·大卜》所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

别皆六十有四”①），三易并不都是伏羲的贡献，也是神农所创造，并且夏商所用的易法源自神农，只有周

的易法才源自伏羲：“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

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②换言之，四方、四时、易卦都属于相关

的知识，确实基于发展农业的需求。

梳理上述文献后，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表达的三个层面互补相关。第一，身为从猎民转化成农民的

人们，需要将自己的食谱从大肉转换到鱼类和植物，食谱变化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

人不再跟着野兽奔跑，而是定居捕捞，同时因为定居生活，仅靠攫取大自然的食物往往不足以维生，所以

开始自己生产食物，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由于伏羲、神农所表达的理想是放弃狩

猎，因此不仅需要以捕捞、农耕取代获得食物的方式，也需要用编织、纺织植物材料取代兽皮做衣。第

三，定居生活不但促进人们深入了解周围资源；而且促使人们详细观察天文运转，以了解周岁规律；依靠

这些知识，耕作才能成功。若不懂四时、四季，不能靠粮食生活，这样只能回森林狩猎。因为天文、地理、

本草知识都启发贯通，并发明纺织的衣服，所以定居生活稳定下来，人们可以生生不息。这一整套全新

生活方式，在文献中都被描述为神农英雄的伟大功劳。

除了上述成套的记录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独特的记录，如《淮南子·泰族》曰：“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

神。”③《三皇本纪》则总合一切说法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

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④

以上所引均表达同一个要点：神农是传说中教导民众农耕的圣人，这一点是所有的文献都表达，部

分还特别强调了他有了解水土的品质，认识所有的植物，据此唐代司马贞发挥说，神农始作医药。除了

农耕之外，《淮南子》与《周髀算经》说伏羲、神农作定历法。此外，很多文献说，神农教人绩麻织布。由于

这三种说法互相关联，可视为同一时代的一套体系，其都含有可以考证的余地，当然不必把神农当作具

体的人，但故事本身的来源值得思考。

虽然《周易》另有记载，神农教人交易和发展市场（司马贞亦从其说），但在人类历史中，创造农业和

发展交易并无绝对关联，非农耕社会也会发展交易，况且交易行为存在于比早期农耕晚得多的社会发展

阶段。因此在溯源神农形象的源头时，不必将是否产生市场作为指标之一。至于《淮南子》云神农作琴

的说法最不靠谱，应该免谈。

（三）宏观层面从世界上古文明脉络角度的反思

虽然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农神应该是很普遍的神话形象，但若细察之，却可发现，并非所有民族都

有这种神话，只有在极少数文明的信仰中，才有类似于神农的崇高形象。如在苏美尔文明中，虽然在原

始创世的恩利尔（Enlil）气神的神能中，提及创造农业的工具，但神话中所留下的恩利尔形象是一位老神

的角色。虽然他是旧世界的缔造者，但他也引发灭世洪水毁了自己创造的世界，所以他的重要性已经过

去。两河流域其他具有崇高地位的主神，如恩基（Enki）水神、伊南娜（Inanna）圣女，更不用说巴比伦马

尔杜克（Merodak）神皇，都不是农神的身份。苏美尔文化的农神主要是恩奇杜（Enkimdu），但在神话中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见于《十三经注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1023-1025页。

②［汉］王充撰，黄晖撰校释，刘盼遂集解：《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3-1134页。

③［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1389页。

④［汉］司马迁撰，［日］泷川龟太郎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台湾大安出版社，1998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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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重要性远不如杜木兹（Dumuzi）牧神，这两位竞争当伊南娜圣女的配偶时，农神输给了牧神①。
比较世界古文明的神话只能使我们惊讶，在各地留下的资料中，农神当神皇的情况极少，古埃及对

欧西里斯（Osiris）的崇拜是特例。在很多一般性的介绍和现代人的理解中，欧西里斯被误解为“死

神”。 准确地说，他不是死神，而应该被称为永恒造化、死生、死而再生的圣王。在古埃及的信仰中被认

同为上古先王，有描述他曾经教导人们不吃肉，耕地种麦，修灌溉系统等，这是他最重要的神能，其它如

教授医学、造制文字法典、使用金属、祭祀神祇、善于建筑等，这应该都是后增加的神的功能，但都不是重

点，他被崇拜为“神农”才是核心所在。

在古埃及观念中，欧西里斯虽然被杀而尸体淹到尼罗河里，但被杀又被淹后还能生出自己的分身：

荷鲁斯（Horus）。荷鲁斯既是他的儿子，也是他本身，两者也是同一位，是不可分的死生循环。埃及的肥

沃农耕领土被视为是欧西里斯的身体，且被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埃及的土地在每一周年都要经过与

欧西里斯的生死同样的过程：经过枯死后淹水而再生。这三段表达了古埃及的神秘历法观念，自然界的

三个季节与欧西里斯的生命被视为是一致的：皇圣王经过死（四个月植物都枯死的干旱季节，古埃及文

称为 shemu），之后他被尼罗河的水淹没（四个月看不到土地的洪水季节，古埃及文称为 akhet），而再生

（在洪水留下的肥沃沉积土上，有四个月可以耕地与收获的季节，古埃及文称为 peret）。在世界神话中，

欧西里斯可能是最完整的神农圣王的形象，不仅是教民耕地，而且亲自化身成为埃及人的农耕地，他的

死生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古埃及的历法②。
欧西里斯神话是由创造而笃信这一信仰的人记录且保存的，所以详细而丰富；而中国留下的有关神

农的纪录，都载于时代非常晚的文献上，且不是由创造或笃信这一信仰的人所记录，所以神农传说远没

有像欧西里斯那么丰富、详细和神奇。今日存留下来的提及神农的文献，是记录者在不清楚当时具体历

史的情况下叙述几千年前的古史和信仰，且记录者的时空、国家、族群观念认识与创造该神话的人已经

有相当大的变化；甚至编撰文献的人，不仅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已与神农时代相去遥远，而且其编撰的地

带，与实际传下神农形象的地带也未必相同。

当然我们的论述奠基于无法证明的假设：认为神农神话并非全部出于后人的幻想，而至少部分基于

早期农耕文明文化记忆的元素。然则此神话创造者的时空是上古农耕文明，而现有版本的记录者所处

的时空则是涵盖了很多原来上古文明地域的秦汉帝国。我们很难了解文献叙述的故事原本来源自秦汉

帝国的哪个区域，又涵盖哪一个或哪几个上古文明所留下来的记忆。

秦汉时期将神农记载为皇帝，把他的形象历史化了，其中大部分原来的神秘意义应该早已不被理解而

① Kramer, Samuel Noah. History Begins at Sumer.［1944］Rep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Kramer, Samuel

Noah. Sumerian Mythology: Study of Spiritual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1959］Repr.: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Kramer, Samuel Noah & Wolkstein, Diane. Inanna : Queen of Heaven and Ear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② Assmann, Jan. The Search for God in Ancient Egypt. Lorton, David trans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Assmann, Jan.

Death and Salvation in Ancient Egypt. Lorton, David trans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Матье М. Э., Шолпо Н. А.
Настоящее, прошедшее и будущее календаря. Л., 1931; Древнеегипетские миф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ереводы
текстов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М. -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56; Коростовцев М. А. Религия древнего
Египта. —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ва «Наука», 1976; Bolshakov, Andrey O. Princess

Hm.t-ra(w): the First Mention of Osiris? Chronique d'Égypte, 67, 1992. pp. 31–38; Bolshakov, Andrey O. Le lotus qui

sort de terre. Mélanges offerts à Edith Varga. Bulletin du Musée Hongrois des Beaux-arts. Supplément-2001 (Bu‐

dapest, 2002), 65–80; Bolshakov, Andrey O. Man and his Double in Egyptian Ideology of the Old Kingdom.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97. Clagett, Marshall. Ancient Egyptian Science: A Source Book, Vol. II: Calendars, Clocks, and Astrono‐

m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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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了。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神农故事非常简单，不象欧西里斯的信仰那么有意思而蕴含了上古文明

深刻的天地死生观念。但这并不等于在上古文化中，对神农形象的认识也像在后期文献中那么简单。

当然，因为中国与古埃及自然与社会的环境都不相同，神农与欧西里斯两种信仰的内容和故事原本

不可能相似，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农神皇”的信仰，都具有将农业创造者视为崇高的神

皇以及视为圣王的身份。

汉帝国与原本创造神农信仰的古国的关系，就好像吞并埃及的希腊化帝国与古埃及本身的关系。

我们想象，假如古埃及本身并未留下记录，商博良亦无机会摸索到解读古埃及文的钥匙，而希腊化帝国

曾决定创造大一统的合并的历史；倘若如此，其关于欧西里斯记载的程度，恐怕只会与中国大一统朝代

对神农的记载类似，后人就不会知道原来的信仰多么复杂、独特。

换言之，虽然中国神农信仰留下的说法过于简单，但其故事原本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古埃及欧

西里斯，且一定含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生命观念。但是因为没有留下信仰者本身的描述及说明，后

人只知道有教人耕地的神农，但不知道与他相关的信仰中哪怕再稍微详细一点的内容，更不知道是

否曾有过崇拜神农的礼仪。可惜，经过多次被新族群攫夺、毁灭，然后互相吞并、同化与融合，最后被

大一统帝国消化，上古多样而独特的远古文明中的绝大部分知识都失传了。是故，神农形象的深入

涵义已不可知。

（四）小结

神农皇圣是教导人们放弃狩猎转身为农的神话英雄。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

原型。

经过文献分析，可以从中抽出该神话的核心所在。神农在发明农作的同时，呼吁人们不再吃野兽的

肉，因此也不再穿兽皮，用植物编织衣被。在神农之前，伏羲教人网鱼，所以人们可以以鱼取代野兽的

肉。伏羲和神农的智慧在于了解大自然规律，知道以各种植物为药，并确定历法。这种神话结构很系

统，可与考古所见相呼应，故应并非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有着来自远古文化记忆的成份。

反观世界神话可知，虽然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以灌溉农业为基础，但在神话中却极少将农神视为文

明之始祖者，只有古埃及欧西里斯和中国的神农如此。这使我们考虑，原本与神农有关的信仰观念可能

并不像现在能看到的那么简单，且可能代表着某一个曾经繁华的上古文明，它跟古埃及一样早已灭绝、

失传。后来，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经过多次转手，神话故事失去原来很多独特的内容，现在已没办法

复原。

虽然神农神话的原貌已不可知，但从其基本神能，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判断其原创的地域及其所描述

的文化属性。只是讨论此问题前，我们应该分析方法的严谨性，明确哪些原则和指标可以用来作为了解

该传说渊源的依据。

三、分析神农形像发祥地的基本原则及方法

神农这位历史英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本文用符号学中的“符号”概念），表达了该文化自

我认知的关切所在，这种“文化符号”蕴含了该文化的人生活的自然及社会情况、生计活动、生活中所

缺而追求的愿望、完美典型、观念及理想。因此，我们不宜讨论神农这位历史英雄是否代表具体的人

物、宗族或部族，或者是否为多元文化总和的英雄形象，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重要，也没法获得答案。

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原型，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神农的形象与相关神话

的产生地，即不是他本身或他的后裔生活在哪里，而是何时何地何种文化可能创造了神农这一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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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

如果古史传说不是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来，而有来自远古的成份，则创造古史传说的文化应该全

面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神农是教导农作的神皇，这种神话只有非常成熟的农耕文化才能创造。伏羲和神农的黄金时

代，是人们放弃游猎，少食野兽肉血，少穿野兽皮毛，依靠网鱼及农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代。在这一文

化观念中，耕作能养活人，并不需要猎野兽。所以传下神农皇圣记忆的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应该不缺水

和水生动植物，土地肥沃足以使那些技术还处于初萌阶段的农业者也能养活人；并且，因为定居生活是

发展农耕的必要条件，说明人们可以在相对固定的范围内获得足够的食物，而不需要同时奔跑狩猎；同

时，这应该是气候温润的地区，至少农作物的种子在冬季不会冻坏，可以年年稳定地稼穑。换言之，神农

神话无疑应是生活在自然条件良好的农耕文化的传记，并且从留下的记载来看，农耕生活被当作该文化

的理想，因此农神被视为圣王或神皇。

其实在老子的语录里可以发现这种理想的影子。郭店楚墓出土的竹书乙本、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

乙本以及传世的《老子》，都有同样的一句话：“治人事天莫若啬”①，“啬”即是“穑”的本字，表达农事的意

思，王弼理解为：“啬，农夫。”② 换言之，在老子观念中，留下了统治者应当以农夫为榜样的崇高理想。虽

然在汉代以后的理解中，更多是跟着《韩非子·解老》：“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③其后河上公对

《老子》用“啬”字的理解就深受韩非子影响④，而忽略了统治者以农夫为样板这一层意义。这是因为在

汉帝国文化和思想中，这种古老的理想已失去其深入意义。尽管如此，老子语录还是表达了统治者身为

农夫之理想，所以不能排除该观念映射了从远古传下来的以神农为皇圣理想的余晖。

第二，以渔、农为本的生活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意味着人们依靠周边资源维生，定居也是稳定发

展以农耕为本的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原则还涉及到传承问题。现在还存在的文化，无论他是流动或

定居，人们都会把自己的理想和故事传给后裔。但是我们不怀疑，崇拜神农为皇圣的文化，到汉代已基

本上不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关其故事的记录就会变得零碎。虽然如此，为何其文化记忆却没有完全消

失？只能说明该文化的基础深厚，存在长久，对周围及后世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早已灭绝的文化的

砂砾才有可能在后世文化中继续存在。

长期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定居，是实现此类传承的必要条件之一。流动生活面临不断变化，族群不

稳，多次分散和重组，导致观念及神话模糊而不成型。当然在游猎族群存在时，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故

事，但是流动或重组后，传说故事也跟着变形。已消失的游民群体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留下来，基本上只

有通过两种途径：被邻近的定居社会记录（如斯基泰、匈奴的故事，基本上是通过其与希腊、汉及其他定

①荆门市博物馆编著：《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丙》，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页；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2年，第114页。郭店版本第一个字写成“絇”，也许强调不只是治人，而更多是统治者纠合、组织民众，如《春秋

谷梁传·襄公二十七年》曰：“故出奔晋，织絇邯郸。”《春秋谷梁传》，见于《十三经注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年，第450页。

②［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种》，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第148—149页。另参［美］韩禄伯著，邢文改编：《简帛老

子研究》，余瑾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

书局，2001年，第272-274页；刘信芳：《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解诂》，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47-48页；邓各泉：

《郭店楚简老子释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1-252页；邹安华：《楚简与帛书老子》，民族出版社，2000年，

第42页。

③［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139页。

④［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种》，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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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文明的交往而存留，但其本身却并无传承脉络）；或者游民放弃流动生活而定居，形成自己的传记，或

包含定居之前的几代传记，但能够向前追溯的时间不会久，最多也只能到达两三百年（以秦史为例，关于

秦人在关中定居之前只剩下了一点关于从事马政的记忆），至于更为久远的游动生活，已很难留存在族

群的主体性记忆中。

是故，组成这些有关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碎片，很难源自猎民或其他流动的族群，大部分还是要到

原本在较固定范围里生活的族群或文化中进行溯源。更不用说，神农英雄形象的创造者肯定是长期定

居文化的先民。

第三，这些长期定居的农耕族群很难是小部落，因为小部落哪怕是稳定生活，如果范围小而不扩展，

并不会形成影响力，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记忆也会消失。能把自己的神话传到后世的人，应该是

那些曾经扩展到相对大的定居范围，拥有长期一脉相承而不断发展文化的族群，通过扩展区域以增加本

身文化的权威性，对周围族群也形成影响，这样才可以在后世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种子。这说明，这些

人的生活区域不会是小盆地，而应该是不封闭的大空间，是有足够水源和肥沃土地的宽阔之地，有着发

展同一种建基于农耕生活的客观自然条件。

第四，这种长期稳定发展、扩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显然只能是进步、发达、文明化程度高于周围地区

的社会文化。只有达到文明化的社会，甚至在该文明消退后，其精神文化才仍会被后世文明传记。未达

到文明化程度社会的传说，在该社会解散之后，很难留下有英雄形象的记忆。比如说，迈锡尼达到文明

的高级阶段，因此打败他们的多利安人才得以传记迈锡尼的神话及神史；而古埃及人虽然多次打败周围

的文明化程度不高的非洲族群，却从未留意到他们自身的传说，因此这些文化不高的族群的传说和英雄

没能留在人类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殖民地原住民的传

说，也不会留下来。

换言之，诸如神农这般传承久远的传说形像，应该曾经是被上古大文明所崇敬的历史英雄。该文明

从农耕定居生活起，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内逐渐扩展，其文明化程度超越周围地区，经过相当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累积自我认知及认同观念，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愿意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将

他们自己的长期文化记忆及传说升华为始祖英雄的神史。

因此，孕育神农神话的文明，在几百、几千年养土地种谷粮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身内

在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同时累积足够的影响力，在文化上保持主导地位，周围地区可能自愿加入

到该文化范围，那些距离偏远的族群也愿意学习他。换言之，神农传说的根源，应该不是某个不明不白

的“部落”或族群留下来的，而是完整成熟的农耕文明的文化记忆，所以后世的新族群才将其吸收到自己

的文化，并继续传播下去。这种情况犹如迈锡尼-爱琴文明对古希腊的主导作用。

第五，虽然其文明所在地域应该不小，但也不能以大中国的规模来思考古史传说的来源，它们只是

某些具体文化的英雄和故事，后来被修编及合并为一套大一统的神史。而这些留下传说故事的文化，一

定发生在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域，是某种具体的文化体系。此文化经过长期一脉相承的自身发展，曾经

有过一定的影响力和自我传播能力，所以他们的故事才有能力传到后世文明。

有了上述基础性的理解，才可以分析早期农耕文化的考古遗迹，以尝试厘清神农这一形象的原型可

能源自何处。而且，可能需要汇集文献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化石植物学、古地理学、气候学、土壤学等

客观资料，从而研判神农神话最有可能产生于何地。其实，神农神话发祥地的问题，在学界屡被讨论，是

故，下文将从前人诸说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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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神农活动地域说法的分辨

有关神农活动区的问题，目前有两种传世文献记录的说法，以及数种现代人的看法，其范围南到两

湖，北到陕西、山西、河北等。这些讨论的出发点皆是因为学界认为，神农神话并非全由后人杜撰，包含

有真正源自上古文化记忆的种子；并且依靠现有考古学成果，可初步划出神农神话形成的可能的地域范

围；可考虑哪些考古文化最有可能代表衍生神农传说的文化记忆，以及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社会情况。学

界这种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神农毕竟是远古历史英雄，不宜以“活动区”这种概念来考证，这种作法

就好像把神农视为某个具体的个人或族长等身份的存在者。我们应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探索，分

析在中国大地内，哪些区域、哪些考古发现的上古文明，最有可能传下这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下文拟先

从已有的山西高平、渭河流域、湘鄂地带、湘西会同等说法出发，试图评估这些区域是否有可能留下有关

神农皇圣的记忆。

（一）晋城高平说：晋东南冀西太行山两侧的地域范围

1.有关高平说证据的质疑

将高平视为神农之地的讨论如下：“今高平市北的羊头山和郊区不少乡、村都保存有传说遗迹和有

关建筑，如羊头山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毅畦、末耙洞、炎帝陵，中庙村的炎帝中庙，故关村的炎帝

行宫等等。”①不过由于太行山以西晋东南地区很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学者们将该地区关联到太行

山以东的冀西武安磁山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此地有磁山文化遗存，说明农耕文化早在距今七千

年左右就在这里形成和发展。……炎帝有八代的发展，其中有一代或几代就在此地生存和发展。”②贺
晚旦和杨红保提出，羊头山南麓现存几个神农炎帝育植五谷的主要遗址，并有炎帝采药中毒到殁葬的系

列遗址等可证明炎帝神农源自高平③。
高平地处晋东南山区，很难视为农作的发祥地。此说法依靠本地民间的现代传说以及炎帝的相关

地名，这种资料很难用来做证据。两千多年以来，神农炎帝被称为汉人远古神祖，因此中国各地都可以

听到关于他的民间说法，相关地名也甚多，比如说鄂西有神农架山岭区，难道仅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认

为教导农业的神祖传说源自并不符合农耕生活的山区？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平地环境，同样也都不符合

产生早期农业的条件：气候既偏冷又偏干，水网贫乏，人类文明早期很难有定居发生并在相对小的范围

内难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平原腹地很小，缺乏可以扩展的空间；考古也并没发现此地在全新世早中期

曾经有稳定的农耕生活持续发展的情况。此地考古遗迹出现得很晚，晚到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所以

主张山西高平说的学者，也只能把神农教民耕地的传说看得很晚，比东亚农耕起源的实际时代晚很多。

至于有些学者认为高平可能有河北磁山文化的遗存，迄今未曾发现有明确的考古证据。

如果就磁山文化来讨论，在考古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确实曾被视为粟作（或黍作）起源地之一④，
此外，东北兴隆洼、黄河中上游大地湾、黄淮平原裴李岗等文化也曾被视为粟作起源地。

①杨振贤：《“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4年11期。

②常四龙：《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1期。

③贺晚旦、杨红保：《炎帝故里在高平》，《山西日报》2007年8月11日。

④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

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段宏振、张渭莲：《北福地与磁山——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黄河下游地区史

前文化的格局》，《文物》2006年第6期；高建强：《中国北方农耕文明从这里走来——磁山文化探源及其现实意

义》，《河北日报》201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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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冀西磁山文化的农耕成份问题

磁山遗址虽然发现有碳化的粟粒或黍粒①，但是学界均不怀疑，这一在太行山东麓形成的社会及其生

计模式是以狩猎、渔业、采集为主，小规模农耕为辅（图1）。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脉与河北平原交界之区，

鼓山山麓，洛河边的台地上。这一自然区域已告诉我们，在这里活动的人依靠山麓狩猎，同时在河里捕捞

和射水边的禽类，交界区域的生态颇为丰富，有利于采集食用植物，这种环境也允许发展粗放农业。

关于磁山人用谷物的目的，学界曾有争议。磁山遗址

出土所谓“粮食窖穴”，一般被视为粟作的直接证据。磁山

文化下层发现62处存有禾本科植物谷类的窖穴，堆积谷

物的厚度现存0.3~2米。在谷物之上有较厚的一层黄色

硬土，上部又有堆积为包含陶片的地层，有谷物的一层也

有些陶片（以 H346为例，图一：3）；H5在谷物堆积的底部

还有两具整体的猪骨；H107同样埋葬猪骨架一具；此外几

处谷物窖穴还埋葬了猪头。磁山上层也有几处堆积腐烂

谷物的坑，上部出土陶片较多、下部是谷物。当然不是所

有的坑都埋有谷物，下层遗迹另有124个坑没有谷物，含

谷物的坑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上层遗迹188个坑中，只

有18个坑含谷物，只占十分之一的比例，谷物堆积层也不

像下层那么厚，不过同时也发现两个坑含树籽堆积层②。
很多人将这些出土谷物窖穴的遗迹视为具有粮食储存的功能，但是严文明、乐庆森等学者提出疑

问，为什么这些“粮仓”看不出有防雨措施③。卜工坚决否定那些发现谷类的坑有储存粮食的功能：“磁

山遗址的灰坑恰恰不能作为窖穴和垃圾坑来解释。……这类坑中常出有猪、狗的骨架。其中，H12、

①学界一般认为，磁山文化遗址发现的谷类都是粟（Setaria）。但是，从甘肃大地湾一期灰坑中发现几粒黍（Pani‐

cum）以来，而大地湾二、三期均以粟为主（参张东菊、陈发虎、Bettinger, R.L.、Barton L.、吉笃学等：《甘肃大地湾遗

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科学通报》2010年第10期）。由此形成，人们先驯化黍、后驯化粟

的理论（或许也是基于参照大麦与小麦驯化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参照大地湾的研究成果，磁山等同时期文化

的谷类应该都是黍，如参Houyuan Lu, Jianping Zhang, Kam-biu Liu, Naiqin Wu, etc.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

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000 years ago.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vol.106(18), pp.7367-7372。黍与粟相比，前者的谷粒较大，去壳较容

易，若为人食用，是较适合当饭吃的。在距今约5000年，河南中南和中西部，即淮河上游与汉水、丹江东北支流交

界之区，形成稻作、黍作的交界带，当时当地居民或许将稻和黍都用来食用（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第26-28页）。不过，后者口感甘甜，更好吃及适合酿酒。但是碳化黍和粟的外型标准不易准确掌握。例如，虽然

栽培的黍粒比粟粒大，但是看大地湾二期只有一半黍谷比粟谷的尺寸大，另一半小粒的黍谷，与粟谷大小相同（参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源》，文物出版社，2006，第915页；图版三〇

三、三〇四）。可见，磁山文化的谷类是黍和粟的猜测空间大。赵志军指出：“长期以来，可供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

在磁山遗址发现的粟的遗存。磁山的粟在出土时已经完全灰化，其种属的鉴定是根据灰像法推断而成的。所谓

灰像法实际上就是植硅石分析方法，但是由于植硅石类型与植物种类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应用植硅石分析方法

鉴定植物种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也就是说，从留

下来的植硅石，不仅难以确定这是否为栽培的黍粟还是其野生原型或是同属植物，甚至不能确定这是黍或是粟。

②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杨肇清：《关于裴

李岗·磁山文化的定名及其年代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③ 严文明：《山东史前考古的新收获——评〈胶县三里河〉》，《考古》1990年第7期；乐庆森：《磁山遗址灰坑性质辨

析》，《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

图1 磁山文化

1.下层出土的骨镞和骨渔镖；2.下层出土的骨镞和

骨渔镖胡渔叉；3.下层埋谷物的陷祭坑H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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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4、H265的猪骨架均出于粮食堆积的底部，HS粮食堆积底部有两具猪骨架。不论是把活猪还是死猪

置于粮食底部，都显然没有考虑猪肉腐烂的因素。这种现象不能作为贮藏解释是显而易见的。既使坑

底堆放的是零乱的猪骨，仍然不能作为贮藏理解，而只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①

王仁湘最早把磁山遗址葬猪，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常见的葬猪祭礼，属于一种“陷祭”“ 埋”活动的

雏形②；卜工亦循着这一思路说“磁山遗址葬猪的宗教意义，是很有道理的。如此，则同坑埋人的粮食也

必然与宗教活动有关，两者都是祭祀的奉献，而不是被贮藏的食物。”③这种观察和理解颇有说服力。这

种理解与新石器时代猎民崇拜野猪并祭埋猪的习俗有关，华南、华北都有这种传统，各地有自己的特

点④。磁山先民献祭猪的意思可能包含把猪视为人与神之间联络者的观念，用它祭祀而同时祭祀它，向

它祈祷，请它把祈祷送达神，祈神保佑，这类似于后世献巫的活动。因此埋猪的祭祀坑里放谷类，实际上

是用来作猪的随葬品，给猪世后吃。

可以进一步思考：倘若还是把磁山视为农业文化，初期农作技术不高，那么辛苦种出来的谷子，大量

倒进祭祀坑里浪费，似是很奇怪的动作。耕粟是一种产量不甚高的苦工，粟粒很小，产量不高的谷类被

大量倒进坑里之后，并不会剩下给自己吃。磁山下层祭祀坑里谷层很厚，给人的感觉是根本不考虑留给

自己。因此，难以想象磁山下层的谷物是栽培种，很有可能是采集野生种，目的是为了作猎野猪的诱饵，

以及专门为此种仪式所用。到磁山上层时，埋葬谷物的遗迹变少，并有以树籽取代谷物的情况，这更加

说明，这都不是储存粮食的窖穴。因为发展到上层时，磁山人已经不愿意将那么多谷物倒到坑里烂掉，

或许间接表明这时这类谷物有了更好的用途；甚至不排除此时已有初步的小规模栽培行为。但总体而

言，上层文化跟下层一样，以狩猎为主要生计模式。

综合对考古遗迹的分析，磁山下、上两期都有很多骨镞和渔镖等狩猎、捕捞工具。据周本雄分析，磁

山先民四季都有猎获。出土的兽骨中，鱼骨、禽骨都有，除了猎犬之外都是野兽，大型动物中鹿科最多，

其次为野猪，此外还有兔、鼠等小型动物，以及水边的禽类，零碎的骨头在遗址中到处皆有，这种现象正

好是猎获普遍被食用的痕迹。磁山先民用鹿、猪的骨头作猎器，所以我们也可以合理判断磁山先民曾用

兽皮作铺垫和衣被⑤。
在磁山文化中，狩猎所占比重大，显然其生计以狩猎为基础，也许同时开始养幼猪（但还没有到驯化

出家猪的阶段），前面介绍的祭礼活动直接表达了其崇拜野猪这种属于猎民文化的信仰；由于捕捞工具

以渔镖为主，少见网坠，可知渔业的规模不会很大，比重明显低于狩猎；至于农业，可能有一些原始粗放

的栽培行为。从考古遗迹整体分析，“磁山文化……还不至于进入农业社会的阶段。虽然有人认为磁山

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农业色彩比较浓重，但相关的佐证还是少有说服力的。”⑥

可见，这种生活方式与神农神话相比较，差异性太大，很难想象对磁山文化的记忆会形成这种放弃

狩猎、不吃血肉、不穿兽皮的“黄金时代”的理想。换言之，磁山文化不符合前文所提出的判断神农形像

发祥地的第一种基本原则。

3.磁山文化时空扩展与传承问题

就磁山文化所在的空间而言，太行山东麓只有一条很窄的生态多样的环境区；再往东就是河北平原

低地，这里原本是低洼的黄泛区，只有到很晚时期农业已经很发达的时候才被开拓。在新石器甚至青铜

①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1期。

②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探讨札记》，《文物》1981年第2期。

③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1期。

④参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19-334页。

⑤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骸》，《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闫凯凯：《磁山文化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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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河北冲积平原还是一大片沼泽地，且沿海低洼地带还存在海水倒灌造成土地盐咸化的风险。退一

步说，既使在水位低时，河北平原曾经有一些稀薄的文化层，在海平面及水位上升时，恐怕只能被淹没，

所以也很难被发现。磁山文化依靠小区域内相对丰富的生态环境而适宜定居，但是受到自然腹地小的

空间限制，没办法扩展。同时，因位置偏北，亦容易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

依据年代范围可知，在磁山文化的晚期之后，距今约7400年，气候曾一度变为干冷，导致华北地区

之前初步萌生的定居生活崩溃。由此可见，磁山文化无论腹地空间还是自然环境，均不符合定居农耕生

活稳定发展及扩展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农神很难成为该社会的主要英雄；另一方面，该文化扩展自己

影响力的时空范围皆相当受限。

就磁山文化制陶技术来看，根据发掘者检测，窑温在约三百年的较短时间内，从700oC发展到800~

850oC①。所以当时应该处于较快速发展的社会，循着气候快速暖化，磁山文化乘机利用几百年的温暖适

宜期，而发展定居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可惜，因空间及气候限制，这种定居生活被迫中断且没有传

下来。磁山文化在气候干冷化时，基本上散失了，所以我们看不到河北武安地区考古文化有一脉相承发

展的情况。对此，学界已有讨论，“无论是磁山文化还是北福地一期文化，对于这些刚从新石器时代早期

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过渡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并未形成像裴李岗文化一样的一套统一

的文化系统，当时在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只是零星的、局部的。这也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史前文化自始

至终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连续发展的文化区的最初表像。”②换言之，磁山文化中断了，并没有继承者。

既然如此，无论它曾经是否有英雄故事，都很难传到几千年以后的世界了。

4.小结：神农信仰不可能传承自太行山两侧地带的新石器文化

前文对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太行山两边都没有以农耕为基础的早期社会，磁山文化也许有一些粗放的农耕活动，但规模小，

比重低，磁山先民主要还是以狩猎采集维生。神农传说强调的重点是，神农教导人不吃肉，而磁山人反

而一直以肉食为主，并没有放弃狩猎。

（2）该文化空间范围也相当窄，土质也比较贫瘠，处于山麓与小平原交界之地，这样的环境更适于食

谱多样、生计混合的状态，在河北冲积平原稳定之前，并没有扩展农地的条件。

（3）该文化时代范围相当于距今7900—7500年间的气候暖化期，之后经历了中断，基本上没有继承

者，故不宜视为有着长期历史的农作起源地。

（4）至于磁山文化与山西高平地区的关系，更难有资料佐证。

是故，磁山或华北其他新石器早中期文化，虽可能有小规模的农耕活动，但却没有证据支持其为神

农传说发源地的观点。

（二）渭河流域等秦地说：神农为关中粟作文化的理想

1.前人论述要点

现代学界，可能最流行的说法，乃是将神农视为曾经活动于陕西的英雄。如郭沫若曾提出：“传说最

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③徐旭生观点

相似④。白寿彝论述：“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孙德、海刘勇、陈光唐：《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第316页。

②黄运明：《磁山文化分布范围探析》，《文物春秋》2009年第4期。虽然梅鹏云认为，磁山文化可以归类于一系列海

河流域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及发展脉络，但所提出的依据不足，还是脱离不了本区域文化的零碎性，参梅鹏云：

《磁山文化再观察》，《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③郭沫若：《中国史稿》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8页。

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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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部落，它们结成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

区，起初是在渭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①

对于姜姓，范文澜提出另一说法：“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②。不过大

部分学者还是遵从郭沫若渭河姜水流域的说法，并将之具体化为宝鸡，如邹衡提出：“姜炎文化的中心分

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这样，上述文献记载就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炎帝的原生地……在陕西

宝鸡一带。此出自《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姬水与姜水今固不能确指，但其范围肯定是在宝鸡，在陕西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从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宝鸡、周原一带发现‘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在这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

上得到了印证。”③

何光岳提出一群炎帝的说法，以试图解决文献中提到随州以及宝鸡等不同地方的说法，不过他认为

最初的发祥地还是在宝鸡④。
秦地说唯一的根据是文献提到神农为姜姓或居于姜水。但是恐怕不能用非常晚的姓氏体系来讨论

农作起源的时代。农作萌生时代难道已经有规整的父系氏族和姓氏名号？神农难道真的会有姓？或者

会有以他为祖先的具体氏族？神农难道只是某一家的祖先？至于因姜姓而指认农作起源缘于游牧族群

的贡献，则更不符合史实。同样，地名也是很不可靠的证据，中国境内有不只一条以姜水为名的小河流，

包括主张湘西会同说者，也提出会同有姜水。

张文彬从考古资料的角度认为，渭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神农教民耕地于此：“50年代，考古

工作者又在北首岭发现新石器时代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为探讨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奠定了

科学基础……2002年又在宝鸡关桃园发现了早于北首岭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姜炎文化

提供了新线索。”⑤也就是说，他认为北首岭、半坡就是农作发展之地，并将其视为神农部族的活动区。

渭河流域半坡文化的聚落和技术确实相当发达，粟作耕作的比例也较大。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半坡

社会是否有可能产生神农先王英雄的理想。

2.黄渭流域新石器文化生计模式和英雄的形象问题

新石器中晚期北首岭、半坡、大地湾等西北地区遗址均表现出狩猎、捕捞、采集及粟作等混合生计模

式⑥。虽然发展粟作，但却仍以肉食为主。北首岭、半坡等遗址的兽骨也显示，野猪和鹿科动物的数量

最多，这是渭河流域猎民最主要的狩猎对象。同时，他们用鹿骨、猪骨制作箭头、渔镖、渔钩等狩猎、捕捞

工具（图2）。石质工具也包括猎器。

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很明显是以性别来区分的社会，男女生活方式不同，故村落中安排女性公房和

男性公房，大部分合葬墓都是同性合葬；在这一社会中，狩猎属于男人的活，采集和粟作栽培等应属于女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90页。

③邹衡：《漫谈姜炎文化》，宝鸡市社科联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邹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

在哪里》，《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宝鸡市1996年编的《炎帝论》论文集里大多数人

也提出同样的观点。

④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页；何光岳：《炎帝八世考》，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

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⑤ 2005年宝鸡“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究会”上的开幕辞。

⑥资料来源自笔者田野考察和以下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掘报告源》，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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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活（与《商君书》文献所表达“神农之世，男耕而

食”①并不一致）。男女性别群体的分工情况在墓葬

里有所反映：男性墓一般随葬猎器和野猪獠牙，这些

獠牙有穿孔或被磨的痕迹，故应是穿绳挂在脖子上或

者挂在衣服上的宝贵佩带，用来象征猎人的力量。这

一点是在表达，在半坡精神文化中，男性的力量不在

于耕地，而在于当猎获猛兽的英雄。因此很难想象，

这种文化会把呼吁放弃狩猎的神农视为自己的皇祖

圣王。

在黄渭流域，半坡、大地湾、马家窑、庙底沟等新

石器文化彩陶图案反映出对鱼、鸟、蟾、蛙、蜥蜴等动

物的神化，如在半坡丧葬文化中特别突显的神鱼形

象；其它彩陶形象的信仰意义不甚清楚。不过同时各

处可见崇拜野猪的痕迹，如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一座

明显为献巫的高等级墓葬（77M17号墓），墓主可能是

聚落首领身份的巫师。该墓随葬品丰富，身上有席子

覆盖的痕迹，在缺头的位置上有皮毛的灰痕，其上有

带黑彩符号的尖底陶器；而在巫师腰旁有野猪獠牙，

可能曾经握在手中。这直接表明野猪獠牙有崇高的

象征意义，是神猎大巫的宝贵佩带（图3）②。
总之，渭河流域之人，虽然有粟作，却饮血食肉、

衣皮毛；这种文化的理想英雄也不会是农人。黄河

上游大地湾文化之人也佩带野猪獠牙，一样有猎人

崇拜野猪的遗迹。就此而言，很难相信神农神话源

于此地。

3.黄渭流域时空扩展与传承问题

就空间来说，虽然黄河地带这一类文化较多，所在范围也较广，但是各自生存在有限的空间内，如渭

河谷地、兰州盆地的绿洲等，山脉和黄土高原等破碎地形限制其扩展。就时间来说，虽然这些总称为黄

河地带彩陶文化体系者总共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早期的北首岭遗址始于距今约6800年，而属于半

坡晚期类型的福临堡等遗址显示，同类文化及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到距今4500年左右，并且部分地被庙

底沟二期所传承③。虽然可以看到大约持续两千余年的文化谱系，但最终还是断绝，在距今4000年以

后，气候干冷化对在这一带的粟作定居生活造成很大的危机，导致黄渭地带新石器晚期的定居生活基本

上崩溃了④。在崩溃之前两千余年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由独立分散的遗址所代表的

小型社会。总体来说，该地很多遗址虽然曾经有过互相影响和传承的关系，其生活方式相近，器物相类，

但同时却看不出有跨聚落的公共活动区，并没有出现超越聚落的更大的社会体系。这或许是因为地形

与气候条件不利于发展社会网络，也许还有其他原因。重点是看不到主体社会一脉相承的文明成长过

①贺凌虚注译：《商君书今注今译》，第242页。

②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325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1-262页。

④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33-134页。

图2 半坡遗址出土

1.野猪獠牙佩饰、2.骨镞、3.骨渔钩、4.骨渔镖；5.下层

出土的骨镞和骨渔镖；2.大地湾二、三期野猪獠牙

图3 宝鸡北首岭遗址77M17巫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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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未见在自己的土地上经由自身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很难把渭河流域视为农耕大传统的发祥地。只有

到了殷周及以后，因为文明与政权的大变动，马匹贸易兴起而使西北地区的贸易线变得关键和重要，使

黄河中游联通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草原，或通过渭河上游联通宝鸡、天水、兰州等地的传统贸易线路兴

隆起来，这种文化才一度使周原变成为庞大国家的核心之区。但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都还

没有走到这一步。在不同时代有影响不同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不宜将殷周

汉唐的情况与新石器时代混为一谈。

4.小结：粟作地带应非神农神话的发祥地

黄渭地带的新石器社会，虽然种粟，但主要食物依然是猎获的肉类；且这些猎民社会，虽然曾定居，

却跟后期周秦文化少有传承关系。在周秦器物上极少可以发现源自本地新石器文化的造型母题，同理，

源自本地新石器文化的传说应该极少有机会留传并进入本地青铜时代的故事之中，尤其是这种猎民社

会很难创造出神农形象。

上述文化均为以狩猎为主、以粟作为辅。这不仅是因为农作发展不足，粟作产量较低，加上渭河流

域气候不允许一年有超过一次的收获，低山地形和山谷的空间不宽，所以远不能用粮食生产满足对食物

的需求。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也曾遇到过的困难，所以秦国不仅着力加强技术，又采用严厉的特殊手

段，努力发展本地农业。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既没有新技术，又没有秦国集中国家力量的能力，也没有

这种需求，因为依靠低山林中的狩猎、溪河谷边捕捞和射鸟活动，即依靠森林维生，已足以保持小规模社

会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产生教导人们少食肉的神农形象？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另一种本质性问题。现在很多讨论似乎有这样的先验预设：即神农是教导粟作

的神祖。石兴邦认为，“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他们的足迹超不出

粟作农业分布的范围。虽然在黄淮流域交错地区粟稻种植有交错……但那是很有限一个小的区域，可

以肯定炎帝部落迁移的足迹没有跨过长江，达到今天对炎黄崇拜炽热的两湖地区……所以，两湖地区的

炎帝崇拜，是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所形成的。”①所谓“粟稻交错带”的范围其实相当宽，曾经涵盖河南省

的中南部②。此外，稻作和粟作技术不同，粟作并不需要水田，依靠粟作的经验无法教人种稻。是故，我

们难以理解，何故会认为因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而提出长江流域为炎帝故事的发祥地？周、秦、汉、唐政

权中心都在北方粟作地区，若依这些后起政权的立场，绝不应该将重要的文明起源故事特意改讲到被视

为“南蛮之地”的地方。

虽然有一条文献提及神农与粟的关系，即清代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

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③但这是经过屡次转

手引用的文献残句，原来版本的用字不详；既使春秋战国时代的版本也曾经用“粟”字，也并不能用来作

证据。周王国所在之地是粟作农业范围，是以若用周人的背景讨论农业起源，当然会讲到粟。但这并不

能证明，神农从一开始就是周人远古的英雄，尤其是考虑到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情况，我们很难将神

农传说视为后世于此建国的周人的历史。

王震中认为，既然南、北各自发展不同的农作，所以神农并不代表某个具体族群的传说，而是大中国

的文化符号④。但是，传说不可能是互不知悉语言且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的不同族群共同创作出来的，

①石兴邦：《有关炎帝文化的几个问题》，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第19页。

②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21-37页。

③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39-1140页。

④王震中：《三皇五帝的时代与考古学上的年代》，宝鸡炎帝研究会主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三秦出版社，2009

年，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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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形象不可能从衍生伊始就已是跨地域、跨文化的共用“符号”，除非它真的只是在帝国时代伪造的。

是故，如果相信神农传说确有源自上古的成分，其也只能代表某个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创作。

如果从神农传说的内容以及粟、黍农作物的性质来思考：粟黍的自然产量有限，很难当主食来用；同

时，传统粟作地带主要是黄河水系的河流，湖潭不多，所以水生动物种类也有限；另一方面，该地区大型

野兽反而不缺，狩猎条件良好，并可以尝试从纯狩猎发展到饲养业。在此地带教导人们不猎兽、不吃血

肉者，就很难成为英雄。况且，气候相对寒冷，植物性食物不够多，需要多吃大肉、穿皮毛过冬，教导人们

不穿兽皮，也是很不妥当的做法。所以，在此地带很难形成这种关于“黄金时代神农英雄”的记忆。

黍作、粟作地带新石器考古也表明，早期发展粟作、黍作社会的生计，均不以农耕为主，其狩猎成份

都非常高。只有稻作是从新石器早期起，经过漫长的发展就成为平原农耕社会的主食来源以及社会组

织之基础。只有稻作才促使人们脱离游猎生计，靠近水和低洼地稳定地定居，砍伐森林，开拓大平原，配

合农作改造水土等。因此农耕的发明，惟有对食稻的族群才会带来革命性的生活变化。是故，我们可以

合理地推断，神农故事不应代表粟作，反而是从稻作文明传下来的神话。

此外，黍作、粟作地带的农业和聚落规模，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的历程中，都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

一直都属于单个村落。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耕作方式不涉及合作治水和改造领土。因此，在促成组

织和形成社会的潜力方面，粟作不如稻作。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必需承认，稻作规

模性的发展才是古文明社会生活之基础。以稻作为基础的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而在传世及出土文献

中，神农恰也被描述为南方的英雄。这可能不是后人的想象，而是有着源自最古老文化记忆的颗粒。

（三）湘鄂地带：传统经学的考证

文献普遍指出炎帝在南方。出土文献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炎帝乃命祝融……”①（祝融在南

方，炎帝命之，故南方是他的管理范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黄帝南伐赤帝。”②传世文献如《楚

辞·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墨子·节葬下》：“楚之南，有炎人国。”《淮南子·时则》：“南

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天文》：“南方

火也，其帝炎帝。”③《史记·五帝本记》：“南至于江，登熊、湘。”裴骃《集解》引《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

陵，登熊山。”引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

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南十八里也。”（今岳阳洞庭湖边）东汉皇甫谧

《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另曰：

“厉山”、“厉山今随之厉乡也。”李泰《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

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山。”司马贞《三皇本记》：“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

亦曰厉山氏。”同时，曰：“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④《汉书·魏相传》：“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

夏。”⑤宋罗泌《路史·后纪三·炎帝》云：“盖宇于沙，是为长沙，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

墓者，有唐尝奉祠焉。”⑥

传统经学有关神农生活地的讨论，最靠北的说法，是依靠汉唐文献所载神农源自“烈（列）山”或“厉

①冯时：《出土古代天文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11页。

②李兴斌、杨玲注译：《孙子兵法》，《银省山汉墓竹简校本》，齐鲁书社，2001年，第79页。

③［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台湾大安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战国宋］墨翟著，［清］孙诒让闲诂，孙启治点

校：《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88页；［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433、186页。

④［汉］司马迁撰，［唐］张守节正义，［唐］司马贞索隐，［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7-8、4、4052-

4053页。

⑤［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39页。

⑥［宋］罗泌：《路史》，《四部备要·史部》，中华书局，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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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后人视之为鄂北随县厉山镇，现建有炎帝庙；最靠南的说法，则是炎帝葬于长沙茶乡，或一说在今株

洲炎陵县。大部分文献指出长江中游南楚地区，以洞庭平原为中心，南至湘中盆地，北达江汉至汉北平

原。传统上关于长沙或厉山的考证，都是采用几千年后的文献中的地名，既不考虑文献中这些地名的来

源，又不考虑同名的地区，尤其是文献中说法很多：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烈山氏、厉山氏，又

说姜姓等，这些说法的意思无法厘清，更加不能与现有的地名对照。可见，依靠地名讨论神话的产生地

相当不妥。不过我们由此了解了，传统所指出的地理范围，确实包含了稻作发祥地以及最早的稻作文明

古国的范围。

大部分文献依据五行结构把炎帝定在南方。虽然在此结构里，被视为楚国始祖的颛顼定在北

方，却没有人据此以为颛顼是华北的帝王，换句话说，虽然文献一惯地表达神农为稻作地域的神，但

却很难用这些文献做直接证据。在不含有五行概念的文献中，子弹库帛书只是表达南方的相对方向

而已；只有《列子·汤问》和《淮南子·时则》所表达南方的意思比较具体：前者指出炎人国在楚国之南，

后者则说明赤帝所司在颛顼统治的国家以南，也许可以据此考虑，战国、西汉时期的观点认为，战国

时期的南楚之地为神农的发祥地，即今湖南平原地带。虽不能用这种晚期记录做证据，但却可将其

视为线索，恰与考古发现之间存有呼应关系，如时代最早的稻作聚落以及最早且最原始的稻田遗存，

都发现于湖南省北部的洞庭平原①。
（四）湘西会同说

最近还陆续出现一些新的说法，其中有把湘西会同视为神农故里者，依据是认为《帝王世纪》所说的

“列（烈）山”或“连山”，即是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连山，而连山盆地北部的火神坡就直接源自炎帝。

还有些学者将位于怀化的高庙新石器文化视为炎帝神农“部落”的遗址。此地确有从旧石器时代以

来的人类生活的遗迹，据此说法，高庙文化被解释为早期稻作文化，并认为有似照八方安排的八庙遗迹，

而刻纹白陶为神农部落信仰与精神文化的表现，如双头鸟的刻纹被视为《拾遗记·炎帝神农》所提“丹雀”

图案等②。
在召开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时，李学勤还提出，需要“克服湖南特别是湘西地区是古

代荒蛮之地的偏见。”在上古时湖南地区绝对不是“荒凉之地”，此乃毋庸置疑。不过怀化一带是低山区，

这里的高庙文化是有代表性的游猎族群文化③，并非稻作农耕文化，所以不可能产生神农神话。至于周

围旧石器时代的遗迹，更不能用来说明该地有农耕生活的成分。因此湘西高庙文化的说法不能成立。

（五）总结：古籍所载长江中游地带极有可能是神农英雄故事的发祥地

综上，基本上可以排除神农为某一华北地区的神祖。就考古所见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可知，在华北

粟作聚落生活中，狩猎大型动物的比重仍很大，并且在信仰方面也可见有猎民英雄。这些人群的生活情

况很难形成教导人们不吃野兽的肉、不穿皮毛的皇圣王英雄。由于粟黍产量不高，且粟作地带的自然

环境冬季较冷，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完全以农耕为主的纯粹粟作文化；只有在稻作

的北界地带（豫中南部为主），形成了比重不同的以稻作、粟黍为主的农业社会，但这都是时代较晚的

非原始农业文化。

①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郭立新、郭静云：《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中

国农史》2016年第6期。

②杨汉立、宋泽计：《“炎帝故里在会同”研究述评》，《文史博览》2009年12期；瞿春林、阳国胜：《炎帝出生地新说——

炎帝故里在会同》，《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林河、李建辉：《炎帝故里在会同——本刊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

家林河》，《中国民族》2007年第9期。

③有关高庙文化性质的讨论参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

化》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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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稻作文化所产生的生计方式更加符合产生神农这类英雄。出土及传世文献中关于神农的

描述，均表达他是南方的英雄；传统经学考证将与神农有关的地域划于两湖地带，包括湘江、长江、汉江

流域的平原。文献所描述的空间范围，确实既是稻作萌生之地，也是早期稻作文明的发祥地。这种关

系，陆续有人提出①，但却不能因此而直接论定神农神话源于此，因相关文献时代都很晚，不能用作直接

的证据。英雄传说与地方上古文化记忆的关系，需要经过前文所述几种不同的层面去评估。

第一，就长江中游自然环境来看，此地土肥水多，气候相对温润，所以陆生和水生动植物众多。有浅

水和深水的鱼、虾、螺等，因此也有吃鱼的鸟类；水中有莲、菱角等，水边有野生稻丛，因此也有吃谷的鸟

类。这是生态环境丰富之地，允许在较小的范围内满足一小群人对食物的需求，从而吸引人们定居；在

野生稻丛附近定居的人们，认识水稻，进而采集栽培。

第二，长江中游考古研究表明，洞庭平原西侧（主要是澧阳平原），从旧、新石器之际已始见水边

岗地上的小聚落，这是半定居和全定居生计的萌生。这些人因为依赖水生食物资源，不得不邻水而

居，并在这种环境中认识了稻谷而逐渐发展出稻作农业，处理水与居地的关系便成为此时择址营居

的重要考量。

第三，洞庭平原新石器考古研究表明，十里岗文化（年代范围预估在距今13000─9500年间）时期岗

地上的人类活动面上发现了水稻植硅石②；在此基础上，彭头山文化（约距今10000─7800年间）成为最

早的稻作文化；并且，长江中游的农耕发展，从彭头山文化以降，经过皂市下层文化（约距今8000—7000

年间）、汤家岗文化（约距今7000—6000年间），表现出了完整的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到了新石器晚期

的汤家岗文化，已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稻作农耕社会形态。

第四，按照前文所提出的寻找神农传说发祥地的指标：只有长久在同一个地区定居的文化，才能稳

定地发展农业，并将远古祖先的故事一代接一代地传给子孙后裔。换言之，仅从稻作萌芽来关注，还不

足以厘清神农故事可能的发祥地，还需要考虑长期一脉相承的发展。因为只有相当成熟及成功的稻作

社会，才能有这种对其萌芽之初的文化记忆，并将其具象化于神农英雄这种形象。

神农神话的产生，应是以稻作起源到后续农耕社会生活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观念对自我的反思为

背景。故这一定是以耕作为主要生计的文化所创造的，是非常成熟的农耕文化对自己源头的反思，从几

十代几百代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中，升华为黄金时代的英雄皇圣。汤家岗农耕文化，已不是早期那么依

靠粗放农作，因其已发展出很高的技术，在灌溉、稻田等方面，都表明集约农作已有一定的发展③，且其

直接的源头正是本土族群转为从事稻作栽培。

换言之，在长江中游地区，从彭头山文化稻作起源至汤家岗文化稻作生产方式基本成熟，这是一个

长达三四千年的持续稳定地在本地发展的过程。长期在同一地域范围定居及发展的族群，因为不流动

且不中断传承，才能形成“本地社会”以及人们自我认同为“本地社会”的主题。这种认同意味着大家对

其源头均有共识，所以其自然观念、价值判断和英雄形象是共同的。如果本地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教导

耕地的英雄就应该被认为是共同的皇祖。也就是说，长期定居于自身族群故乡地区的社会，在相当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累积起足够的自我认知及社会认同，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思考、评价及传记自

己的源头，以继续传给后裔。

第五，上述这种因长期保持自我认同而创造与传记史诗与英雄的状态，其实进一步标志着该持续发

①如钟新梅：《神农与湖南稻作文化》，《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②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郭静云：《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东亚新石器革

命的发祥地问题》，“2016台湾考古工作会报”论文集（蓝），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2017年7月；郭静云、郭立新：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③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郭立新、郭静云：《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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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古社会正在走向文明化的阶段。而长江中游从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所谓“新石器革命”起，发

展到所谓“城市革命”，这是从本土社会内部原生创造出原本从来没有过的国家文明①。长江中游的农

耕文化体系，从水田技术发达的汤家岗文化起，社会规模开始变大。大溪文化时（约距今 6300—5500

年），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已被开拓，且与周围山地人有较多来往、交易，并对后者生活方式产生实际影

响。稳定而长期定居，一脉相承地发展，逐渐扩展领土范围；最后，该区域也从新石器早期聚落社会起，

经过自身内在发展，直至青铜时代及国家文明阶段。在油子岭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时（约距今5750—4750

年），长江中游平原大区域范围内衍生了以灌溉稻作为组织和生计基础的东亚最早的古国家文明。接着

在石家河文化（约距今5000—4300年）、后石家河文化（约距今4300—3700年），以及盘龙城文化（约距今

3700—3250年间）时期，可以继续观察到连续发展、扩展及演化的文明及政权体系；其中，盘龙城文化即

是商文明②。
以澧阳平原为例，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从彭头山时代直至石家河时代的聚落，人们有几千年居住在此

地及种稻，稻作、制陶、工具技术一脉相承地发展，生活的基础一以贯之。虽然很少有遗址叠压了从彭头

山到石家河的全部地层，但是人们在这个区域定居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且遗址的规模和数量一贯

地增加③。
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地区，从稻作萌芽起，就表现出完整而一脉相承地进步及演化过程：从新石器早

期到青铜时代；从定居的小聚落到大型国家。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澧阳、洞庭平原扩展到江汉之

间，又越过汉水到达汉北地区；并从屈家岭时代起，自汉水北岸继续向北开拓而影响整个黄汉平原④。
所以这不仅是长久的历史文明进程，也是影响力广大的历史文明。这种文明，虽然最终还是被毁灭及消

退，但它的精神文化仍会在后世文明中留下痕迹，后世的新族群也会把已消失的文明的故事吸收而视为

己出，继续传播下去。

谨慎观察、思考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地图，恐怕只有长江中游平原地带，才有创造神农传说的条

件。应该是从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或大溪文化时候的社会以来，神农传说才成为重要的共同理想，但是神

农神话所追思的时代，应该大致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笔者详细分析彭头山文化遗存后发现，该文化不但

时代非常早，而且从内容来看，它也确实是一种独一无二、非常完善的新石器文化，与同时代甚至更晚时

期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相比，彭头山文化都堪称奇迹；并且彭头山文化有很多独有的特殊点，恰与神

农传说相吻合，这种现象值得我们用心思考。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等：《考古侦探》，台湾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161、445-449页；郭立新、郭静云：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南方文物》待刊。

②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60、88-102页；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从石家河到盘龙城》，台湾中正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郭伟民：《城头山城墙、壕沟的营造及其所反映的聚落变迁》，《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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